
“物感”说与陈世骧“抒情传统”论反思

李自雄

　　摘　要：陈世骧“抒情传统”论从西方浪漫主义的文学抒情观出发，对中国文学传统做出自我个体的内心自白

与倾诉的言说与解读。 西方浪漫主义的文学抒情观以其主体性哲学为基础，认为情感的表达与抒发并不缘于心物

感应的自然触发，而是主体的自我表现，这与建立在中国传统气类感应哲学基础之上的“物感”说有本质不同。 陈

世骧“抒情传统”论对中国文学传统做出的言说与解读实际上是一种西方理论话语的预设及推演，造成对中国文学

“感物兴发”的情感表达特点及传统的误解与误读，并有违中国文学史事实。 这使其学说缺乏文学史实的有力支

撑，而最终走向自身理论的瓦解。 中国文学传统研究应该基于对中国传统话语体系及文学史事实的准确理解和深

刻把握，而不是仅仅从某种先在预设的西方理论话语做出推演，这是陈世骧“抒情传统”论及其“汉学主义”理论范

式的问题与误区所在。 联系中国传统的“物感”说，反思与检视陈世骧“抒情传统”论的问题得失，有助于我们深化

对中国文学传统的正确理解与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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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中国文学传统的研究，目前比较有代表性

的一种观点是由旅美华人学者陈世骧首先提出的

“抒情传统”论①。 王德威指出，陈世骧抛出的“抒
情传统” 论 “为中国文学研究提出了典范性的议

题” ［１］ 。 正是在这一“典范性的议题”之下，其说经

由高友工、蔡英俊、吕正惠等人的不断阐发与推扬，
在海内外的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产生广泛影响。 尽管

学界对陈世骧提出的“抒情传统”论已多有反思②，
但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与认识陈世骧的“抒情传统”
论，或者说，陈世骧的“抒情传统”论到底是一种什

么意义上的“抒情”及“抒情传统”，其是否符合中国

文学传统的真实状况，这些问题显然有待进一步追

问、探究与反思。 为此，笔者联系中国传统的“物

感”说进行考察和分析，以期辨谬抉误并深化该问

题的研究。

一、陈世骧“抒情传统”论的
言说与解读

　 　 中国文学有着悠久的历史，有其自身的情感表

达特点及传统。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问题，我们先看

陈世骧的“抒情传统”论怎样对中国文学传统进行

言说与解读，然后再有针对性地分析其症结所在。
从陈世骧的表述来看，其讨论的范围十分明确，

即限定于中国抒情传统。 在他看来，这种远东最为

古老的抒情传统，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其周边的远东

国家的文学传统中也有非常典型的体现，并对远东

其他文学及其传统形成重要影响。 因此，这一古老

的中国抒情传统对于远东其他文学来说，就如同希

腊传统之于欧洲其他文学， 无论是在创作实绩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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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还是在批评理念方面的呈现，都具有开创性的

意义，代表了东方文学的特色。 也由此，中国文学的

荣耀别有所在，而这一抒情传统亦可在文学创作活

动以至批评的经典著述中得到证明［２］ 。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陈世骧是如何证明的。 陈世

骧上溯《诗经》指出，在中国文学发展历史上，“备受

称颂的《诗经》”作为“个人化语调充盈其间”的“歌
之言”，标志着中国抒情传统的源头，而接着是“动
人心魄的《楚辞》”，就其代表篇章《离骚》来看，在
“通篇近四百行的诗句”中，如果套用当代人们往往

对抒情诗的讨论，也就是乔伊斯给出的并为人广泛

引用的抒情诗定义———“艺术家以与自我直接关涉

的方式呈示意象”，《楚辞》的其他篇章，诸如祭歌、
颂诗、葬歌、悼辞，或者其他韵文都是“主观”“激情”
地抒发“一己”之情感，或“渴求”，或“控诉”，或“呐
喊”，都是这样的一种抒情［２］ 。 由此，陈世骧将形式

结构上的言辞乐章以及内容或意向上的主体性和自

抒胸臆，作为其所谓抒情传统的基本要素，确定了中

国文学的“主要航道”，并不断发展与扩张，认为汉

代的两大类文学乐府与赋，都是对这一抒情传统的

延续并发扬。 其中，乐府作为《诗经》一脉的回归，
进一步扩大了这古老的抒情回响，而赋也是继承

《楚辞》而来，其所显露的抒情精神的优点，也更加

符合拉塞尔斯·阿博克罗姆比所谓的“抒情诗要

义”，即“透过语言中悦耳和令人振奋的音乐性，把
要说的话有力地送进我们的心坎里”，由此，乐府与

赋拓宽并加深了这一主导而主流的抒情传统；这种

情况贯穿六朝、唐代，甚而更久远，及至后来的所谓

元曲、明传奇、清昆曲，都是由数以百计精妙的抒情

诗堆成的作品，是为一种以主体性与情感上的自抒

胸臆为标志的抒情传统［２］ 。
从以上陈世骧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其对中国

文学传统做出了一种自我个体的言说与解读。 陈世

骧对“抒情传统”论的首揭与阐述，最初是以英文发

表的，上述其援引的詹姆斯·乔伊斯（Ｊａｍｅｓ Ｊｏｙｃｅ）、
拉塞尔斯·阿博克罗姆比（Ｌａｓｃｅｌｌｅｓ Ａｂｅｒｃｒｏｍｂｉｅ），
还有下文要提到的约翰·德灵克窝特（ Ｊｏｈｎ Ｄｒｉｎｋ⁃
ｗａｔｅｒ）的话，亦都可见于堪称代表当时西方诗学研

究观点的《诗与诗学百科全书》（１９６５） ［３］ 。 而据该

书，陈世骧所谓“抒情”的相关英文词汇“ ｌｙｒｉｃ”“ ｌｙｒｉ⁃
ｃａｌ”“ｌｙｒｉｃｉｓｍ”，是从古希腊七弦竖琴（ ｌｙｒｅ）一词演

变而来，原义为七弦竖琴伴唱的短歌，其特定含义的

形成，也经过了一个历史过程。 正如陈世骧所言，关
于“抒情”的评价，在欧洲的“渐渐提高”，是始于中

世纪，然后在文艺复兴得到进一步发展，直到浪漫主

义更赋予它最高的品位” ［２］ 。 正是在此意义上，
“西方定义下的‘抒情’”是与浪漫主义相联系的一

个概念，其作为“浪漫主义的表征”而“赋予了个人

感性表达的能量”，从而“形成一个有情的自我”，并
“每每在个人、主体、自我等意义上做文章” ［４］ 。

这种西方浪漫主义的文学抒情观建立在主体性

哲学基础之上，康德的主体性哲学对德国早期的

“耶拿浪漫派”的主要理论家弗·施勒格尔产生了

重要影响。 众所周知，施勒格尔兄弟对“耶拿浪漫

派”的形成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奥·施勒格尔

（人称大施勒格尔）是其组织者，而弗·施勒格尔

（人称小施勒格尔）作为重要的理论先驱，其浪漫主

义诗学，正如程炜所指出的，尽管可以看出语文学以

及刚刚兴起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包括其兄）的影响，
但更为重要的影响却是康德的主体性哲学思想，否
则就根本无从谈起。 有法国浪漫主义“产婆”之称

的史达尔夫人［５］ ，也通过《论文学》与《德意志论》
等著述把康德思想及其影响下的浪漫主义思潮介绍

至法国［６］１３３－１４４。
英国浪漫主义的重要代表柯勒律治亦曾专门到

德国学习康德哲学，他指出康德的著作对于自身及

其“理解力”而言，“比任何其他作品”都能更加起到

“激励和训导”的作用［７］１２１，并在《文学传记》中自

叙心曲：“如果在当下这一作品（《文学传记》），或在

我未来的任何作品中，找的与我这位德国前辈（康
德）相似或一致的学说论述，即便我的作品发布于

当代，也请将功劳全部归于他。” ［７］１２５由此足见柯

勒律治对康德思想的服膺，也可看出康德思想对他

的影响。 康德的主体性哲学是通过对人的主体性的

张扬来构建其理论大厦，这种主体性的张扬即是对

人的主体心灵的推崇。 正是在此意义上，柯勒律治

认为，诗的“全部素材”来自人的主体心灵，而其“全
部产品”也是为这种主体心灵而生产［８］ ，标举的是

主体心灵及个体情感的自我表达———这样一种抒情

的含义，并与前述詹姆斯·乔伊斯（Ｊａｍｅｓ Ｊｏｙｃｅ）、拉
塞尔斯·阿博克罗姆比（Ｌａｓｃｅｌｌｅｓ Ａｂｅｒｃｒｏｍｂｉｅ）等

人的观点亦堪和鸣。 正是在这个层面上，陈世骧指

出，“在我们这个世纪，英国诗人兼评论家约翰·德

灵克窝特（ Ｊｏｈｎ Ｄｒｉｎｋｗａｔｅｒ）可以宣称”———直抒胸

臆的抒情诗及其情感表达实为“‘纯’诗质活力的产

物”，“抒情诗和诗是同义词”，显然也是就上述柯勒

律治所谓诗及其抒情含义而言的。 他进而指出，如
果我们同意，并补充上柯勒律治的浪漫主义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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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所有成功的文学创作，不管是散体还是韵文，
都可算是诗，那么我们就可以回到古代中国或者说

泛东方的立场，即从“精纯”之意义看，所有文学传

统都是抒情传统［２］ 。
陈世骧“抒情传统”论显然是从一种西方浪漫

主义的文学抒情观，对中国文学传统做出了自我个

体的内心自白与倾诉的言说与解读。 浪漫主义的文

学抒情观，强调主体自我内在情感的自由表达。 这

在西方浪漫主义论者那里，是颇为一致的观点。 如

与柯勒律治同为英国浪漫主义运动代表人物的华兹

华斯认为，诗应从自我的“内心”去找寻，“全部裸露

我自己的心” ［６］３。 因此，判断一切好诗，最重要的

一点，即在于“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 ［９］４３。 而作为

法国浪漫主义运动的重要推动者，达尔夫人也认为，
只有“人心”及其“内部活动”，是“惟一”能“引起惊

讶”并“激起强烈感受”的东西［９］３２，诗是个体“被监

禁”在“灵魂中的感情”的自我“解放”与“英勇的神

游” ［６］１３７。 法国著名作家、浪漫主义运动的代表人

物雨果亦指出，诗就是诗人主体的“强烈的情感”具
有“表现力”的“传达”，除此之外，“诗就几乎不存在

了” ［１０］ 。 这些说法尽管表述各异，但基本观点大体

相似，即主张自我个体内在情感的自由表达与抒发。
从这样一种西方浪漫主义的文学抒情观出发，我们

便不难理解陈世骧“抒情传统”论的“抒情”所指及

其对中国文学传统做出自我个体的内心自白与倾诉

的言说与解读了。

二、“物感”说及陈世骧
“抒情传统”论的误读

　 　 由我们前文的分析可知，陈世骧“抒情传统”论
基于一种西方浪漫主义的文学抒情观，对中国文学

传统做出了自我个体的内心自白与倾诉的言说与解

读，但这种理论言说与解读，显然并不能等同于文学

传统的真实状况，那么，中国文学传统的真实状况又

是如何呢？ 接下来我们从中国传统的“物感”说做

出考察与甄别。
中国传统的“物感”说是建立在气类感应哲学

基础之上的。 《周易·系辞上》云：“精气为物，游魂

为变”。 王弼注：“精气烟煴（亦作氤氲），聚而成物，
聚极则散，而游魂为变也。 游魂言其游散也。”孔颖

达疏：“云精气为物者，谓阴阳精灵之气，氤氲积聚，
而为万物也；游魂为变者，物既积聚，极则分散，将散

之时，浮游精魂去离物形，而为改变，则生变为死，成

变为败，或未死之间变为异类也。” ［１１］ 也就是说物

之生灭乃是气之聚散，即万物为一气之变化的结果。
张岱年指出，中国古代关于“气”的观念，实际上是

从“一般所谓气体之气而衍出”，气体作为一种没有

“一定形象”的存在，“可大可小，若有若无”，任何固

态、液态的东西，皆可最终“化为”气体，而气体又能

“结为”液态、固态之物，并认为那种“万物为一气变

化”的认知，应该是“由此事实导出” ［１２］ 。 张岱年此

论道出了中国古代“万物为一气变化”形成的朴素

看法。 这种看法关乎中国古人对宇宙人生的认识与

理解。 《管子·枢言》说：“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
者以其气。” ［１３］ 即是这个道理，还有《庄子·知北

游》云： “人之生， 气之聚也， 聚则为生， 散则为

死……故曰通天下一气耳。” ［１４］ 《吕氏春秋·应同》
曰：“类固相召，气同则合。” ［１５］ 这些说法都表明这

样一种观念：人与天地万物为一气化生，同源同构，
故能感应相通。

在中国历史上，对于“物感”说的有关表述，一
般认为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 西汉戴圣所辑《礼
记》为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其《乐记》篇有曰：
“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 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
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 ［１６］６６２而“乐者，
音之所由生”，故“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 ［１６］６６３。
又曰：“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
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 ［１６］６７９因而具体的表

现也各异，或是“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或是

“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或是“其喜心感者，其
声发以散”，或是“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或是

“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谦”，或是“其爱心感者，其
声和 以 柔 ”， 要 言 之， 也 就 是 “ 感 于 物 而 后

动” ［１６］６６３，人的“哀乐喜怒”等情感是“应感”于物，
是物之“感发”使然。 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云：
“物固以类相召也。” ［１７］３５９故“天有阴阳，人亦有阴

阳” ［１７］３６０，而“庆赏罚刑，与春夏秋冬”，亦是“以类

相应也” ［１７］３５３。 《淮南子》亦曰：“喜怒哀乐，有感

而自然者也。” ［１８］７７８ “与万物回周旋转，不为先

唱。”是故，“动不失时”，而“感而应之” ［１８］４９。 东汉

王充《论衡》也说：“情，接于物而然者也。” ［１９］ 可以

说，发端于先秦的“物感”说，在两汉时期已成为一

种比较普遍的观点。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经过陆机、刘勰、钟嵘等人

的阐发，这种“物感”说的观点得到进一步发展。 陆

机在《文赋》中指出：“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

纷。 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 心懍懍以怀霜，
４４１

　 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



志眇眇而临云。” ［２０］１这就是说诗人感于四季更替

与万物变化而产生不同的情感变化，也就是其所谓

“触万类以生悲，叹同节而异时” ［２０］２５、“悲情触物

感，沉思郁缠绵” ［２０］４１、“怆感物而增深” ［２０］１９，亦
可见其对物之于情的感发作用的重视。 刘勰《文心

雕龙》在此基础上做出了更具体充分的发挥与系统

阐释，其《明诗》篇指出：“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

吟志，莫非自然。” ［２１］４２ 并有专门的《物色》篇曰：
“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 盖阳

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
时之动物深矣。 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华秀其清气，
物色相召，人谁获安？ 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
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沈之志远；霰雪

无垠，矜肃之虑深。 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
辞以情发。 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明

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 ［２１］４１５－４１６这也可以

看出，在物触心应的情感过程中，物对情的感发不可

或缺。 而从整体来看，刘勰这里所说的“物色之动”
及其“相召”，还有“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
辞以情发”，以及“诗人感物，联类不穷”，强调的也

都是物对情的感发作用，可以说是对《明诗》篇所谓

“应物斯感，感物吟志”的具体阐发，而用其《神思》
篇的话来说，即“神用象通，情变所孕。 物以貌求，
心以理应” ［２１］２５。

童庆炳先生也曾通过对《文心雕龙》的全面考

察，对其中的“情以物兴”与“物以情观”进行重点分

析，并进一步指出，前者是“物感”说，后者是“情观”
说，从前者到后者，也就是“情感的兴起到情感评

价”这样一个情感活动［２２］ 。 这种看法，从整个情感

活动做出阐发，是比较周全的。 童庆炳先生在“物
感”说之外，提出“情观”说，并做出上述论断，推进

了我们对“物感”说及其在整个情感活动中重要位

置的深刻理解。 显然，在这样一个情感活动中，情感

的兴起缘于物对情的感发，这是整个情感活动的前

提与基础，没有物对情的感发，这一情感活动也就无

从开始并进行下去。 钟嵘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在

《诗品序》中对物触心应的情感状态进行了精彩描

述：“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

咏。” ［２３］３０８“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
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 嘉会寄诗以亲，离
群托诗以怨。 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

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
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
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

非长歌何以骋其情？” ［２３］３０９

在后世文论的发展中，“物感”说成为讨论心物

关系的重要观点。 唐代王昌龄《诗格》指出：“物色

万象，爽然有如感会。”亦即其所谓“人心至感，必有

应说” ［２４］ ，讲的都是感物而动、物触心应的意思。
刘禹锡《刘氏集略说》亦曰：“为江山风物之所荡，往
往指事成歌诗。” ［２５］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宋代欧

阳修有言：“诗之作也，触事感物。” ［２６］ 这种感物而

动的情感兴发特征及其表现，用苏轼的话来讲，即是

“山川之秀美” “风俗之朴陋” “贤人君子之遗迹”
等，这些外在之物，但凡为“耳目之所接”而“杂然有

触于中”者，皆可“发于咏叹” ［２７］ 。 对于这种感物而

动的情感兴发特征及其表现，朱熹《诗集传序》亦

云：“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
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
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
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不能已焉。 此诗之所以作

也。” ［２８］明代李梦阳也明确指出：“情者，动乎遇者

也。”“遇者物也。”也就是触物而情动，“情动” 则

“心会” “ 神契” 而成音， 此 “ 所谓随寓而 发 者

也” ［２９］ 。 徐祯卿曰：“情者，心之精也。 情无定位，
触感而兴，既动于中必形于声。 故喜则为笑哑，忧则

为吁戏，怒则为叱咤。 然引而成音，气实为佐，引音

成词，文实与功，盖因情以发气，因气以成声，因声而

绘词，因词而定韵，此诗之源也。” ［３０］清代叶燮也指

出，作诗“必先有所触以兴起其意”，这样方可“随在

取之于心”，“出而为情” ［３１］ 。 这些论述，都使“物
感”说获得了不断丰富与发展。

从上文所述可以看出，以中国传统的气类感应

哲学为基础的“物感”说，经历了一个从先秦经两

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直到明清的发展过程，其一直强

调物对情的感发作用，并由此体现中国文学“感物

兴发”的情感表达特点及传统。 显然，陈世骧“抒情

传统”论从西方浪漫主义的文学抒情观出发，对中

国文学传统做出自我个体的内心自白与倾诉式的言

说与解读，是对上述中国文学“感物兴发”的情感表

达特点及传统的误解和误读，不符合中国文学发展

的真实状况。
在对待心物关系的问题上，中国文学“感物兴

发”的情感表达特点及传统，与西方浪漫主义的文

学抒情观有很大不同。 正如我们前文所述，西方浪

漫主义的文学抒情观，建立在主体性哲学基础之上，
康德的主体性哲学曾对浪漫主义运动及其诗学产生

重要影响。 而以康德的主体性哲学看来，人“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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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意志自由选择”，这一自由意志构成“自然界

中人与其他事物”相区分的东西，其“缘起于自身内

部”，而不是“自身之外的事物” ［３２］ 。 正是在这个意

义上，弗·施勒格尔认为，诗人应尽其可能地充分运

用与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力，并由此做到随心所欲地

在梦幻世界里驰骋想象、表达理想［３３］４，而容不得

任何对自己这种随心所欲及自我表达的限制［３４］ 。
同为“耶拿浪漫派”代表成员的诺瓦利斯也指出，诗
所表现的是精神， 袒露出的是 “内心世界的总

合” ［３３］１９。 路德维希·蒂克更是结合自己的创作

及作品现身说法：“我所描写的不是这些植物，也不

是这些山峦，而是我的精神，我的情绪，此刻它们正

支配着我。” ［３３］８－９。 华兹华斯也曾指出，诗人表现

出的是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对于诗人来说，尤其重要

的是，这种思想、情感的发生并不是直接的外在刺激

使然，而是基于其自我的选择及主体心灵的构

造［９］４８－４９。 这表达的也是同样的意思。
不难看出，以西方主体性哲学为基础的浪漫主

义的文学抒情观，与中国传统的“物感”说在对待心

物关系问题上，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物感”说建立

在中国传统的气类感应哲学基础之上，其所谓的

“物”是一种一气化生、心物一体、感应相通之“物”。
而这种“物”，在以西方主体性哲学为基础的浪漫主

义的文学抒情观看来，则是作为一种自我完足主体

的外部对象而存在的，情感的表达与抒发，并不缘于

心物感应的自然触发，而是主体的自我表现。 这用

黑格尔在其《美学》中的话来说，也就是真正的抒情

诗人，其情感并不需其他真实环境和机缘去激发，他
自己的主体存在，即为一个完满自足世界，并不依存

于外在机缘，而是表现在他自己和他的内心生

活［３５］ 。 这种情感表达的差异，显然是陈世骧“抒情

传统”论从西方浪漫主义的文学抒情观对中国文学

传统做出言说与解读时所未能注意到的，造成理论

的误解和误读也就在所难免。

三、陈世骧“抒情传统”论对中国文学史
事实的偏离及自身理论的瓦解

　 　 正如前文所述，陈世骧认为其提出的“抒情传

统”论可以“在文学创作活动以至批评的经典著述

中，得到证明” ［２］ ，他确实在努力这样做。 只是他用

来证明其学说的理论依据来自西方浪漫主义的文学

抒情观，这在造成对中国文学“感物兴发”的情感表

达特点及传统的误解与误读的同时，也使其面对具

体的中国文学史时，多有附会或违背事实之处。
陈世骧“抒情传统”论是上溯《诗经》，接着是

《楚辞》，再到汉代的乐府与赋，并由此贯穿六朝、唐
代，甚而“更久远”，以至所谓的元曲、明传奇、清昆

曲，“都是由数以百计精妙的抒情诗堆成的作

品” ［２］ 。 他将中国文学史事这样“贯穿”起来，并由

此搭起一个颇具史事意味的框架，为其学说提供文

学史实支撑。 那么，中国文学史的事实情况如何呢？
我们先从陈世骧“抒情传统”论的源头《诗经》说起。

从西方浪漫主义的文学抒情观出发，陈世骧把

抒情诗推到了至高的位置。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
世骧认为《诗经》这样以“兴”为基础的作品无疑正

是其所谓的“抒情诗” ［３６］１７４，标志着中国文学抒情

传统的源头［２］ 。 在陈世骧看来，《诗经》使人感觉

到其个人情绪的飞扬，而与这种个人情绪的飞扬相

一致，虽然“歌者不报姓名”，亦无自身存在的特定

所指，但其作品仍是个人情感的流露，体现出“所谓

‘抒情诗’之真义” ［３６］１５６。 这便是他认为以“兴”为
基础的《诗经》之作是其所谓的“抒情诗”，并标志着

中国文学抒情传统源头的依据。
那么，何谓“兴”呢？ 陈世骧经过他一番文字

学、人类学研究资料的考证，指出《诗经》作为一种

个人情感流露的抒情诗，经历了一个由“群体”活动

的“民歌”到“个人才具的润饰”的过程，并由此认

为，民歌的原始因素是这种群体活动的精神，即源自

人们情感配合的“上举欢舞”的冲动，而这所谓的

“上举欢舞”，就是陈世骧所考证出的 “兴” 之本

义［３６］１５６－１６１。 在这一考证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
陈世骧是“以中西例证做比较” ［３６］１５７，他除了援引

罗振玉、商承祚、郭沫若等人的研究成果［３６］１５４－１５５，
还在其结论上，以察恩伯爵士这位称得上“稳健而

具有权威性的学者”考证西方歌谣在西文古字源的

“圆舞”命意时，由“一幅中古时代的小绣像”所显示

的“一群男女舞者高举双臂，彼此互握以结合”，来
为其所谓的“兴”之本义提供平行论证［３６］１５７－１５８。
但他显然没注意到其中的差异，因而未能对“兴”这
一具有中国传统特质的概念做出有别于西方的意义

揭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陈世骧对中国文

学情感表达特点及传统的认识隔膜。
如前文所论，中国传统的“物感”说是以气类感

应哲学为基础，体现出中国文学“感物兴发”的情感

表达特点及传统。 钟嵘所谓“气之动物，物之感人，
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 ［２３］３０８，即表现出这样一种

气类感应哲学的内涵，并形成不同于西方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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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刘勰所讲的“感物吟志，莫非自然” ［２１］４２，“物色

之动，心亦摇焉” ［２１］４１５，“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

穷” ［２１］４１６，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正如有论者所指出

的，对于这个中西思想内涵上的差异，陈世骧显然没

注意，也未能从这方面做出辨别与把握。 他在诗之

“兴”的问题上，为了证明“兴”就是一群舞者高举双

臂发出呼喊，即所谓的“上举欢舞”，非常迂曲地进

行考证，大费周折地从古文字学、人类学等资料里去

勉强找答案，而根本不知兴之本义就是兴感，不知道

应去了解中国传统的气类感应哲学及其影响下的

“物感”说［３７］ 。
对于“兴”的这种“兴感”意义，挚虞有云：“兴

者，有感之辞也。” ［３８］其所谓的“兴”也就是“兴感”
的意思，而作为《诗经》的首篇，《关雎》篇所谓“关关

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３９］ ，便是这

样一种与物相感而生的“兴感”及情感发露。 而陈

世骧所说《楚辞》的代表篇章也就是屈原的《离骚》，
其所谓“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 惟草木

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４０］６云云，体现的恰恰就

是此种感物而动的“兴感”状态。 对于《离骚》与《诗
经》在情感表达上的这种密切联系，王逸曾指出：
“《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
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

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讬君子；飘风

云霓，以为小人。” ［４０］２－３由此可见，这样一种“感物

兴发”的情感表达方式在《离骚》中的普遍运用。
在陈世骧看来，汉乐府作为《诗经》的“回归”，

自是构成其“抒情传统”论历史链条上的一环。 但

事实情况是，在汉乐府中，被胡应麟誉为“短章”中

“言情”之“神品” ［４１］的《上邪》，其所谓“山无陵，江
水为竭， 冬雷震震， 夏雨雪， 天地合， 乃敢与君

绝” ［４２］２３１，还有《江南》的“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

田” ［４２］３８４，《饮马长城窟行》的“青青河畔草，绵绵

思远道” ［４２］５５６，其“感物兴发”的情感表达方式及

特点，显然是从《诗经》一以贯之而来，并不是陈世

骧“抒情传统”论所解读出的那种自我个体的内心

自白与倾诉。
再看陈世骧所谓的汉赋。 我们知道，汉赋承

《楚辞》而来，这并不是陈世骧的新论，刘勰的《文心

雕龙》即持这样的观点。 刘勰在《诠赋》篇指出，赋
这种文体，“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是在《楚
辞》的基础上得到拓展，并扩大其表现力的。 也正

是在这个意义上，刘勰认为：“讨其源流，信兴楚而

盛汉矣。”至有汉一代，赋得到充分发展，“陆贾扣其

端，贾谊振其绪”，枚乘、司马相如“播其风”，王褒、
扬雄“骋其势”，枚皋、东方朔之后，一切事物皆可入

赋，到汉宣帝时，已是作品众多“繁积”，汉成帝时曾

加以“校阅”整理，进献到宫廷里的赋就有一千多

首［２１］６０，可谓盛况空前。 刘勰也针对汉赋“感物兴

发”的情感表达特点提出了看法，他指出：“盖睹物

兴情。 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并由此进而强调：
“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

玄黄，文虽杂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

也。” ［２１］６４刘勰所谓“睹物兴情” “情以物兴”云云，
也就是感物而动，显然不是陈世骧“抒情传统”论解

读出的所谓自我个体的内心自白与倾诉。 尽管有汉

一代，以司马相如等人为代表作家的大赋也如刘勰

所指出的“诡势瑰声，模山范水，字必鱼贯” ［２１］４１７，
在物的状写及其声貌描摹上存在过于夸饰繁复之

弊，这已是学界公论，此不赘述。
魏晋以后，也就是陈世骧所说的“贯穿”六朝、

唐代，甚而“更久远”，及至所谓的元曲、明传奇、清
昆曲，这些所谓“由数以百计精妙的抒情诗堆成的

作品” ［２］ ，真实情况又是如何呢？ 我们这里不妨看

看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４３］３５３，谢
灵运的“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 ［４３］６３７，李白的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 ［４４］１８０９，杜甫

的“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 ［４５］ ，孟浩然

的“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 ［４４］１６６８，王安石的“春
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４６］ ，欧阳修的“月
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４７］４７０，还有苏轼的“明月

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４７］６１０的感叹，进而不难发

现，其“感物兴发”的情感表达方式及特点，也正是

“贯穿”六朝而至唐宋以降的。 元曲的代表作家马

致远那句有名的“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４８］ ，王
实甫《西厢记》中的“晓来谁染霜林醉？ 总是离人

泪” ［４９］ ，明传奇重要作家汤显祖《牡丹亭》中的“良
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 ［５０］ ，清代孔尚任

的昆曲《桃花扇》中的“青溪尽是辛夷树，不及东风

桃李花” ［５１］ ，也都体现出这样一种中国文学“感物

兴发”的情感表达特点及传统。 此种情感表达是一

种“物感”说意义上的，亦即与物相感而生发，很明

显也不是陈世骧“抒情传统”论解读出的所谓自我

个体的内心自白与倾诉。 由此可见，陈世骧“抒情

传统”论从西方浪漫主义的文学抒情观对中国文学

做出的解读，显然是远离了中国文学史的事实。
理查德·艾文斯曾指出：“一个严肃的历史研

究者的首要前提在于，在面对史实之反对时，他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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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能力舍弃那些他曾热情抱有的诠释。”也就是与

“这些理念并不契合”的“证据”不能被“忽略”，或
者是被“歪曲”，而应“对其加以解释”，即便其代价

是对“原有的论断”的“修正”，甚至是“彻底放弃”，
并因此高度评价赫克斯特对克里斯多弗·希尔做出

的批评，亦即对于克里斯多弗·希尔在“提出一个

有争论性的命题”时“挑选”那些“看起来是支持”其
论点的“证据”，赫克斯特的批评是“恰如其分”的，
也就是建立一个命题的可靠依据，“远非仅是找寻

支持”其“所提出命题的证据那样简单”，而是“需要

找寻那个命题中的弱点”，进而“依靠发现的证据”，
从而可以“加强”并“支持”这个命题，或是“更改它

以消除其弱点”，并由此构成提出、验证一个命题，
甚至“对之弃若敝屣”的“基本的程序”，否则，就会

做出“远远超过证据所能允许的论断”，并构成对自

身理论的瓦解［５２］ 。 显然，通过我们前文的考察与

分析，上述理查德·艾文斯高度评价的，也就是赫克

斯特对克里斯多弗·希尔做出的这种批评亦可用于

陈世骧提出的“抒情传统”论。 “抒情传统”论的提

出很明显亦存在着“命题中的弱点”，而经不起史实

的推敲与验证，是为一种“超过”其“证据所能允许

的论断”，这也导致它偏离了真实的中国文学史事

实，缺乏文学史实的有力支撑，而最终走向了自身理

论的瓦解。
不难看出，陈世骧“抒情传统”论从西方浪漫主

义的文学抒情观，对中国文学传统做出的言说与解

读，实质上是一种黑格尔式的精神理念论推演的结

果。 在这个精神理念论推演过程中，他固然搭起了

一个颇具史事意味的框架，来论证其观点，但结果只

是以此来说明其精神理念，亦即西方浪漫主义的文

学抒情观在中国文学历史上的“实现”状况。 陈世

骧“抒情传统”论所进行的这样一种黑格尔式精神

理念论的推演及其所谓历史的展开，也造成对中国

文学“感物兴发”的情感表达特点及传统的误解与

误读。 这种情况的出现，借用恩格斯批判黑格尔的

话来说，就是“把现实事物看作绝对概念的某一阶

段的反映”，并由此“把全部历史及其各个部分看作

观念的逐渐实现” ［５３］ 。 这一问题体现在陈世骧提

出的“抒情传统”论中，就是把中国文学历史及其传

统视为一种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抒情观的实现过程。
这样实际上也就成了一种以先在预设的西方理论话

语对中国文学传统做出的解读，而与真实的中国文

学史事实相去甚远。
陈世骧“抒情传统”论的提出，是相对于西洋文

学来说的，并意在找寻 “中国抒情传统之卓然突

显”，以彰明中国文学不同于西洋文学的独特之

处［２］ 。 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陈世骧 “抒情传

统”论的提出及阐释，西方理论色彩过于浓重，只是

简单地运用西方的阐释框架对中国的材料进行强行

宰制和解读，以至于与彰显中国文学传统“固有特

质”的意愿南辕北辙，相反对其真正的独特之处造

成了遮蔽，这虽然不是其理论的初衷，但确实是它的

结果［５４］ 。
何以如此呢？ 这显然是一种“汉学主义”的认

知方式使然。 “汉学主义”作为一种认知方式及理

论范式，是与汉学或中国研究的认识论问题相关联

的。 它关涉着一种从西方视角了解与认知中国的知

识观念及方式，基于这样的认识论信念———西方的

观念及其判定是普遍的、永恒的，因而是客观、无偏

见的，表现为一种明确而又隐蔽的思想方法以及认

知方式———人们在认知及理解中国文化时，会有意

或无意地根据西方观点来看待中国，而将中国事物

纳入某种西方的观念，并从这种西方的观念来做出

分析与评价［５５］ 。 由上文所述可以看到，陈世骧“抒
情传统”论的提出及阐释，显然也正是从西方浪漫

主义的文学抒情观出发，对中国文学传统做出了自

我个体的内心自白与倾诉的言说与解读，其“汉学

主义”的认知方式及理论范式是显而易见的［５６］ ，这
造成对中国文学“感物兴发”的情感表达特点及传

统的极大误解与误读。
我们对中国文学传统的研究，显然并不是仅仅

简单移植与套用某种西方理论话语就能解决问题，
而是需要建立在对中国传统话语体系及文学史事实

的准确理解与深刻把握的基础上。 我们的研究离不

开理论的运用，对外来理论的合理吸收与借鉴既是

必要的，也是应该的，但我们在运用时不能只是简单

地移植和套用，否则，就难免会出现理论语境的误置

与误读。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我们“必须从既有

的事实出发”，“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而不是将

“种种联系”及观念“塞到事实中去” ［５７］ ，不能“在
任何地方以事实去迁就自己的理论” ［５８］ 。 显而易

见，陈世骧“抒情传统”论基于西方浪漫主义的文学

抒情观，对所谓中国文学传统做出的言说与解读，就
是将某种先在的概念“塞到事实中去”，并“以事实

去迁就自己的理论”，而形成对事实的宰制与曲解，
其“汉学主义”理论范式的问题误区也在于此。 也

正因为如此，对于中国文学传统的研究，我们不能停

留于这样一种对西方理论话语的简单移植和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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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应该如朱自清在《诗文评的发展》一文中所指出

的：“还得将中国还给中国，一时代还给一时代。 按

这方向走，才能将我们的材料跟外来意念打成一片，
才能处处抓住要领；抓住要领以后，才值得详细探索

起来。” ［５９］

综上所论，陈世骧“抒情传统”论从西方浪漫主

义的文学抒情观出发，对中国文学传统做出自我个

体的内心自白与倾诉的言说与解读。 在这一言说与

解读过程中，陈世骧以西方浪漫主义的文学抒情观

作为立论的理论依据。 这种西方浪漫主义的文学抒

情观以其主体性哲学为基础，认为情感的表达与抒

发，并不缘于心物感应的自然触发，而是主体的自我

表现，这与建立在中国传统气类感应哲学基础之上

的“物感”说有着本质的不同。 这种差异是陈世骧

从西方浪漫主义的文学抒情观出发，对中国文学传

统进行言说与解读时未能注意到的。
事实上，陈世骧的“抒情传统”论是一种西方理

论话语的预设及推演，造成对中国文学“感物兴发”
的情感表达特点及传统的误解与误读，并有违中国

文学史事实。 这也使其说缺乏文学史实的有力支

撑，而最终走向了自身理论的瓦解。 我们对中国文

学传统的研究，应该基于对中国传统话语体系及文

学史事实的准确理解和深刻把握，而不是仅仅套用

某种先在预设的西方理论话语进行推演，这亦是陈

世骧“抒情传统”论及其“汉学主义”理论范式的问

题误区所在。 当前，随着中国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

重视，对于我们到底有着怎样的文化与文学传统，也
成了必须弄清楚的重要问题。 就此而言，陈世骧

“抒情传统”论关乎着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与认识，反
思和检视其学说的问题得失，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

意义，这有待于学界方家同仁展开更深入的探讨与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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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王筱云．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分类集成：文论卷 ２［Ｍ］．天津：百花

９４１

“物感”说与陈世骧“抒情传统”论反思



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４：３７８．
［３０］何文焕．历代诗话［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７６５．
［３１］叶燮，沈德潜．原诗、说诗晬语［Ｍ］．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１０：１３．
［３２］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Ｍ］．吕梁，张箭飞，译．南京：译林出版

社，２００８：７３－７５．
［３３］弗兰克．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美学导论［Ｍ］．聂军，译．长春：吉林

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
［３４］施勒格尔．雅典娜神殿断片集［Ｍ］．李伯杰，译．北京：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３：７３．
［３５］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 ［Ｍ］．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

馆，１９８１：１９７．
［３６］陈世骧．陈世骧文存［Ｍ］．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
［３７］龚鹏程．不存在的传统：论陈世骧的抒情传统［ Ｊ］ ．美育学刊，

２０１３（３）：３５－４０．
［３８］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 １ 册［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１：１９０．
［３９］阮元．十三经注疏：第 ２ 册［Ｍ］．台北：艺文印书馆，２００１：２０．
［４０］洪兴祖．楚辞补注［Ｍ］．王逸，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４１］胡应麟．诗薮［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９：１８．
［４２］郭茂倩．乐府诗集［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
［４３］吴小如，王运熙，骆玉明，等．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Ｍ］．上海：上

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９２．
［４４］彭定求．全唐诗：第 ５ 册［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

［４５］彭定求．全唐诗：第 ７ 册［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２５０９．
［４６］缪钺，等．宋诗鉴赏辞典［Ｍ］．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８７：２０７．
［４７］唐圭璋，等．唐宋词鉴赏辞典［Ｍ］．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８８．
［４８］李修生．元曲大辞典［Ｍ］．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３：４１０．
［４９］王实甫．西厢记［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８：１５１．
［５０］汤显祖．牡丹亭［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３：４３．
［５１］孔尚任．桃花扇［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８：４６．
［５２］艾文斯．捍卫历史［Ｍ］．张仲民，潘玮琳，章可，译．桂林：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１２０－１２１．
［５３］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Ｍ］．北

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３５－３８．
［５４］李春青．论“中国的抒情传统”说之得失：兼谈考量中国文学传

统的标准与方法问题［Ｊ］ ．文学评论，２０１７（４）：５１－６０．
［５５］顾明栋，钱春霞．汉学与汉学主义：中国研究之批判［ Ｊ］ ．南京大

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２０１０（１）：７９－９６．
［５６］李自雄．抒情传统论的“汉学主义”理论范式反思［ Ｊ］ ．天府新

论，２０１８（５）：８９－９６．
［５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第 ２６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５０３．
［５８］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第 ２１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３３９．
［５９］朱自清．朱自清序跋书评集［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１９８３：２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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